
· 68（总 68）·

引  言

和平文化（Hoabinhian Culture）[1]是东

南亚地区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广泛分布的一

种考古学文化“现象”，也是该地区考古学

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自20世纪早期被发

现、命名，到今天，其年代、性质及相关的

古人类文化、行为、生计等问题一直备受学

界关注。早期中外研究者曾意识到，北纬30

度以南的中国南方地区与东南亚在史前文化

方面关系密切[2]，尽管此前已有中国学者对

和平文化进行过介绍[3]，但是由于语言障碍

和研究范式的差异等，我们对和平文化及相

关问题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上世纪

末。21世纪以来的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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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òa Bình Culture (Hoabinhian)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from late Pleistocene to early Holocene epochs. The researches on it have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from the discovery and nomination in the 1920-1930s, via the constant expansions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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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0s, down to the in-depth research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researches on the Hòa 
Bình Culture have been deeply infl uenced by the changes and replacements of the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especially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archaeology of South China and the 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 from late 
Pleistocene to early Holocene epoch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Hòa Bình Culture 
and the summarization of its new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要我们改变对和平文化内涵、时空范围及源

流等问题的认知。本文在梳理20世纪和平文

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追踪了21世纪

研究的新进展，希望对华南[4]和东南亚地区

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类似遗存的比较研究有

所裨益。

一、20世纪和平文化的研究历程

（一）20～40年代

东南亚国家的现代考古学是在欧洲殖民

扩张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5]。20世纪20年

代，以科拉尼（Madeleine Colani）为代表的

法国学者在越南北部喀斯特地区进行了一系

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在和平省（Hoa 

Binh）发现了大约60个洞穴遗址[6]。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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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遗址的研究，1932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

第一次远东大会上，科拉尼正式将这些遗址

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命名为和平文化，并把和

平文化定义为一种由原始手段加工而成的各

种形态的工具所构成的文化，其特征为单面

加工而成的石工具、石锤、剖面呈亚三角形

的工具、圆盘、短斧、杏仁状的工具等，常

出土有骨器[7]。所谓单面加工的石工具，就

是“苏门答腊式石器”（Sumatralith）。这

种石器是在砾石上进行单面修型（façonnage/

shaping）和加工（retouch）而成（图一），

它因在苏门答腊岛发现而被命名 [8]。短斧

（short-axe）是指单面或双面制成的砾石工

具，刃缘陡峭，类似斧，但有一个横向扁平

的面，这个面可能为特意制成，也可能是更

大的石斧断裂而成[9]（图二）。

关于和平文化的年代，科拉尼曾认为可

以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但由于出土的动

物遗存都属于全新世现生种，因而她后来又

改变看法，认为和平文化始于全新世早期。当

时学者均认为和平文化应属早于新石器时代的

“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文化[10]。科拉尼

凭借石器类型学方法所揭示出的和平文化的特

征成为一个范例。然而此后，人们判断遗存

是否属于和平文化却极少根据她当初所划分

的28个石器类型，而仅仅依据苏门答腊式石

器的有无[11]。

总之，这一阶段的研究由欧洲人主导，

他们直接使用欧洲已有的分期框架，将和平

文化归为中石器时代，并基于当时流行的文

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模式，将和平文化定义

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同时，欧洲旧石器类型

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标准化石法）被用来定

性遗存和遗址，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后来的研

究中一直发挥着作用。

（二）40～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先后

独立，新的考古发现使得和平文化的分布范

围迅速扩大。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都有发现[12]，

有学者认为在日本中部也有分布[13]。60～70

年代又发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遗址，以柬埔

寨莱昂斯宾遗址（Laang Spean Cave）[14]和泰

国仙人洞（Spirit Cave）遗址[15]为代表。新的

发现与研究引发学术界对和平文化的重新定

义。海德（Karl G. Heider）早在1958年就已

提出使用“复合体”（complex）来代替“文

化”[16]，认为将这种砾石工具命名为一种考

古学文化是没有依据的[17]。马修斯（John M. 

Matthews）也尝试重新定义和平文化，不过他

仍然认为和平文化是一种特征鲜明的考古学

文化，它以狩猎采集经济为基础，工具主要

由砾石直接加工而成，是一种中石器文化，

没有农业的证据，但是可能有陶器[18]。正式

使用“和平复合体”（Hoabinhian Complex）

概念的是戈尔曼（Chester F. Gorman），他

认为和平文化不应是东南亚地区中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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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和平文化短斧（引自Shoocongdej 
R. Forager, Mobility Organization in Seasonal 

Tropical Environments of Western Thailand. World 
Archaeology, 20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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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和平文化苏门答腊式石器（引自Zeitoun V. 
et al. 2008. Préhistoires au sud du Triangle d'or.  IRD 

É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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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义词，并根据泰国仙人洞遗址发现的新

资料重新定义了和平文化，戈尔曼不仅考

虑石制品，还加入了生态环境的参数[19]。受

克拉克（David L. Clarke）“技术复合体”

（Techno-complex）概念的启发，戈尔曼认

为和平文化现象反映的是东南亚地区早期人

类对湿热生态环境的共同适应，它是一种技

术复合体，而非一种时空范围如此之大的考

古学文化，和平技术复合体可能包括多种考

古学文化[20]。根据戈尔曼与怀特（Joyce C. 

White）对泰国潭帕占（Tham Phaa Chan）遗

址的研究，他们还否定了和平石器工具“无

定形”（Amorphous）的说法，强调了工具生

产过程的标准化，并用“剥片序列分析法”

（Iithic Reduction Analysis）重新定义了和平文

化，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石器工业类型[21]。

此时，东南亚本土考古学者开始成长。越南

学者将和平文化视作一种考古学文化，主要

关注它的源流、发展阶段及时空范围，对和

平文化的时空范围被随意扩展表示不满，

认为和平文化遗址分布最为集中的越南北

部才是其范围[22]。泰国学者以朴卡炯（Surin 

Pookajorn）为代表，为回答和平文化究竟是

一种考古学文化还是技术复合体的问题，他

借助民族学的资料进行了对比研究[23]。

总之，这一阶段有些学者开始质疑套用

欧洲分期方案的合理性[24]并提出新的分期方

案[25]，开始关注遗址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信息[26]，

石器研究的方法也开始转变。这些都为后来

学术界重新定义和平文化与深刻反思埋下了

伏笔，所以此阶段既是和平文化研究的发展

期，也是一个过渡期。

（三）80～90年代

20世纪最后20年，新的遗址的发现再次

扩大了和平文化的时空范围，如越南塔姆空

洞穴（Tham Khoung Cave）遗址和平文化的测

年达距今3万年以上[27]。另外，尼泊尔和印度

东北部也发现了典型的和平文化的石制品[28]。

80年代末，学术界对和平文化性质的

认识仍然存在分歧。泰国学者曾拒绝使用

“和平”（Hoabinhian）这一术语[29]，可视

作本土学者对和平文化研究的极端否定，而

越南考古学界对于和平文化的讨论仍然集中

在文化史层面[30]。90年代最先对和平文化研

究做出反思的是雷诺兹（Tim Reynolds）。

他认为和平文化现象存在一个核心区，包括

越南、泰国和马来半岛，其周边地区存在多

个相似的石器工业，如中国的华南、澳大利

亚和尼泊尔等；和平文化的石器需要在“组

合”与“工具”两个层面上进行讨论；他对

“和平”这一术语产生怀疑并指出研究中存

在的问题，如过于重视工具而忽略其他石器

产品，与环境相关的资料也收集得不够系

统，因此“和平”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东南亚

地区史前史的作用很有限，它必须得到修改

或者直接抛弃[31]。1993~1994年在越南河内召

开“和平文化发现60周年大会”，与会学者

对和平文化达成如下共识：1.“和平”这个

概念应该保留；2.“和平”是指一种石器工

业，而非文化或技术复合体；3.和平石器工

业的年代跨度为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

4.“苏门答腊式石器”的概念需要保留；

5.和平石器工业应该指中砾工具工业而非细

砾工具工业；6.和平石器工业不是中石器时

代的现象。和平石器工业的特点、遗址特征

和分布范围也在这次会议上被重新界定。在

石器工业特点方面，它的工具组合中一般会

出现少数使用石片，工具单面加工，包括苏

门答腊式石器、短斧、端刮器、边刮器、刮

刀、砾石直接加工而成的工具。和平遗址的

上文化层一般都会出现陶片，遗址主要分布在

东南亚大陆及其边缘地带，澳大利亚、中国南

部和尼泊尔也存在相似的石器工业类型[32]。将

和平文化定义为一种石器工业类型标志着和

平文化研究的转折，即从文化史的构建中解

脱出来，并为后来不同背景的研究者进一步

揭示该石器工业内部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不过，这次会议上依然有人坚持使用“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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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文化”和“技术复合体”等概念
[33]，尤其是一些越南学者对考古学文化情有

独钟，导致西方学者认为这种思维带有浓厚

的民族主义情结，是文化历史学派的残留
[34]。类型学仍然是石器研究的主要方法，过

程主义考古学所关注的功能、生态、适应等

问题也因相关考古学家的参与而得到更多研

究。为解决和平石器工具功能的问题，实验

考古的方法也得以初步运用[35]。

二、21世纪和平文化研究     
的新进展

21世纪以来，东南亚国家开展了一系列

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考古项目，并积极寻求与

西方国家合作[36]，这些研究项目都不同程度

地涉及到和平文化。在新考古发现和新研究

方法推动下，学术界对于和平文化的认知也

取得了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新发现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文化的

空间分布范围。目前越南发现的和平文化遗

址的数量已超过140个，集中分布在和平省

及周边省份[37]，另外泰国发现了32个，马来

半岛有10多个[38]，老挝有10个[39]，柬埔寨有2

个明确的和平遗址[40]，印度尼西亚有6个，菲

律宾有3个[41]，尼泊尔有3个[42]，印度北部近

年又在多处遗址的地表采集到类似和平石器

工业的工具[43]。中国云南新发现和平文化遗

址——硝洞，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发现的明

确的和平文化遗址，它使得和平文化的分布

范围进一步向北扩展[44]。

其次，新的测年为典型和平文化遗址

构建了坚实的年代框架，并在源流、传播方

向等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和平遗址虽然发现

较多，但是有明确地层和测年数据的并不

多。从已有资料看，东南亚大陆和平遗址的

年代范围多在距今30000~3000年之间[45]。在

越南的140多个和平文化遗址中，经过AMS-

碳十四测年的仅有20余个，年代集中在距今

18000~7000年[46]。近年，柬埔寨莱昂斯宾洞

穴重启发掘工作，新测出和平文化层的年代

为距今11000~5000年[47]；泰国塔姆罗德岩厦

（Tham Lod Rockshelter）遗址典型和平石器

工具出现的年代为距今约26000年[48]，而怀欣

（Huai Hin）露天遗址和平石器工具所在的

层位距今仅3700年[49]；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第

一个和平文化洞穴遗址——同吉拉德哈哇洞

穴（Tögi Ndrawa Cave）的测年为距今约1.2万

年，改写了和平文化在这一地区最早出现的

时间[50]。最近云南硝洞遗址发现了明确的和

平文化石器工具，AMS-碳十四测定其年代

可达4.3万年前，是目前亚洲所知最早的和平

文化遗存[51]。另据报道，在澳大利亚西南部

马里马普（Malimup）遗址发现了距今约200

年的“典型和平石器”[52]，不过需要注意的

是，这里发现的所谓“典型和平石器”在时

间和空间上都远离东南亚大陆和平文化分布

的核心区域，它们更可能是石器打制技术趋

同的表现，而不能仅仅依据数件单面加工的

砾石工具就将其归属于和平文化。

再次，运用新的技术和技术–功能分

析方法[53]，法国学者辨识出和平石器工业的

多种操作链（Chaîne OpéRatoire），并重新

定义了和平文化，为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比较

研究与解释奠定了基础。以怀欣露天遗址为

例，此处新发现的和平石器工业包含三种操

作链。第一种操作链是在两面结构为平–凸

的长形砾石上进行单面修型和加工，最终获

得苏门答腊式石器；具体步骤是先寻找形态

与成品接近的砾石原料，然后以砾石的平面

为基础面，凸面为工作面，在两长侧边进行

修型——打下一定数量的预设石片和中间石

片以凸显两端，从而形成端刃的基础形态，

最后在两端通过“预锐化”和“锐化”的加

工以获得刃口——使用功能单元（UTF CT）

和持握功能单元（UTF CP）（图三，1）。

第二种操作链是在短而厚的椭圆状砾石上进

行修型，并加工其刃缘部分，最终获得砍

砸器（图三，2）。第三种操作链是整合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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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和修型概念，首先将原料剥坯，破裂成两

个半块砾石（A、A1），然后在半块砾石上

修型和加工，最终获得边刮器或横刃刮削器

（图三，3），工具刃口有时会出现两面加

工（bifacial retouch）的情况[54]。这种操作

链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其实在很多遗址中

这种操作链产品的比例远高于苏门答腊式石

器，比如硝洞、怀欣和莱昂斯宾遗址。它对石

器原料的利用很充分，打制技术也相对简单。

需要说明的是，和平石器工业生产的操作链

可能并非仅此三种，随着新方法的广泛运

用，其多样性会不断被揭示出来。由于这种

方法主要是从技术和功能的角度复原与解释

石器工业生产的共性及多样性，而非仅仅根

据典型器物的有无，因而学者倾向于将其定

义为一种“功能技术复合体”（Functional 

Technocomplex）而非考古学文化。

最后，对和平石器工业的技术传统与

气候、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

释。怀特认为和平石器技术传统的持续存

在意味着它能充分满足当时人类的需要，

她发现和平文化遗址的分布区域、亚洲木本

竹类丰富区的分布区域与亚洲季风性气候的

分布区域有着较大重合，由此推测和平石器

工具的主要用途是加工竹木，和平石器技术

的持续存在反映的是人类对竹类资源的强化

利用[55]。马维克（Ben Marwick）则侧重从

行为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平文化，他通过

对泰国西北部两处遗址石制品的分析和古环

境重建，发现与其他类型的史前文化一样，

气候变化和资源远近也是影响和平石器技

术的重要因素[56]；他还对和平石器技术的起

源做了推测，认为它的出现可能与南亚地

区发现的“似勒哇娄瓦放射状打制策略”

（Levallois-like Radial Reduction Strategy）

有一定的亲缘关系[57]。

三、结  语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从一种考古学

文化变为一种技术复合体，从一种技术复合

体变成一种石器工业类型，再到这种石器工

业类型的三种典型操作链的揭示，学术界对

于和平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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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泰国怀欣遗址发现的和平工业的三种操作链
及其产品（1、2.引自Zeitoun V. et al. Préhistoires au sud 
du Triangle d'or. IRD Éditions, 2008 3.引自Forestier H. 
et al. The Open-air Site of Huai Hin （Northwestern 

Thailand）: Chron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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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当前和平文化的年代框架更加坚实，空

间范围更加明确，研究方法也走向科学化与

系统化，理论也更加多元化，这是考古学、

更是世界旧石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发展的一

个缩影。作为地理十字路口，东南亚地区在

东亚、南亚、澳洲等邻近地区古人类迁移和

文化交流方面的桥梁作用显而易见。因此，

和平文化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对这些地区旧石

器时代晚期以来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具有十分

重要的价值。从和平文化研究史和当前研究

状态看，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不

过这些问题也代表着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和平文化的定义亟需采用统一

的标准和方法。由于学术背景各异，目前学

者虽然都用“和平”一词，但所指却未必相

同。当前学术界通常采用的是和平文化发现

60周年大会的重新定义，不过苏门答腊式石

器的有无仍然是很多学者判断遗存是否为和

平文化的唯一依据。法国学者将和平文化定

义为一种功能技术复合体，这实际上是以石

器打制者的操作程式（schème opératoire）

或认知模式为标准，从技术的微观层面揭示

遗址石器工业体系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

随着更多和平遗址石器工业操作链的复原，

它们在时空维度上的宏观差异或共性也能逐

渐明晰，并最终带来“和平”这一概念内涵

的变化。由于这种方法关注的是石器工业在

技术、功能和认知层面上的特征，而非特

定的文化因素，因而在解释过程中避免了将

技术特征与某种史前人群直接关联的做法。

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新路径。不过需

要注意的是，在揭示出不同遗址的操作程式

后，它们与原先关于和平文化的定义之间仍

然存在一个对接问题，比如，当“苏门答腊

式”石器的操作链缺乏或不典型的情况下，

是否仍然可以将其归入和平文化的范畴？它

是应该归入一个新的技术体系，还是可以解

释为和平功能技术复合体的区域多样性呢？

相信随着新的理论方法的不断运用，和平文

化的内涵也会越来越清晰。

第二，和平石器技术的起源、传播与

变迁以及这些现象与东南亚晚更新世晚期以

来的现代人群迁移、交流及与环境变化之间

的关系需要全面研究。虽然马维克对和平石

器单面打制技术的起源提出了假设，怀特对

技术的传播方向做出了由北向南的推测[58]，

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和平文化现象与东南亚地

区史前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59]，但是这些问

题的答案还不明确。全新世中期，和平文化

洞穴遗址的上文化层往往可见新石器时代的

遗物，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变的

过程中，土著人群与新来人群之间的关系问

题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对于我们理解和平

文化晚期的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60]。由

于东南亚考古资料的特点和学术界的某些偏

见，目前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及其行为特征的

研究一直难以将和平文化所在的东南亚地区

纳入讨论范围，如果能深入探索和平功能技

术复合体的特征及其背后的诸种动因（如环

境、气候、文化等），则有可能为晚更新世

晚期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化或行为的发展演

化提供新的诠释。

第三，和平文化在中国华南地区的分布

情况尚不明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虽然

很多早期研究都曾提到华南地区可能存在和

平文化遗存以及似苏门答腊式石器[61]，但是

零星的发现和建立在类型学基础上的模糊印

象未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也难以引发

更深层面的讨论。而云南硝洞遗址发现目前

所知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存，证明中国的资料

在解决和平石器工业的技术起源与传播等问

题上具有重要作用。所以，运用新的研究方

法重新界定华南那些疑似和平文化的资料必

定会厘清和平石器技术在东南亚以北的分布

情况，从而为讨论两地史前技术与文化的关

系奠定基础。

和平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不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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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几个，但是未来的工作一定会紧紧围绕这

些最为基础的问题展开，其中统一的方法和

标准即“从技术的角度重新定义和平是解决

所有问题的第一步”[62]。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够对人类技术行为进行复原和解释，并在更

大的时空范围内比较其共性和多样性。

附记：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Hubert 

Forestier教授曾多次与作者深入讨论并解答

了对和平文化定义的疑惑，西澳大学考古系

Sandra Bowdler女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

馆Joyce C. White教授和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

Ben Marwick博士均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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